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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化与史前文明化进程
———江淮地区的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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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淮地区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是当
时该地区史前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考古材料，以史前重要遗址为例，结合历史学研究方
法对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略作探讨，梳理史前玉器功能的演变规律:玉器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礼仪
性用玉的逐步形成;玉器成为宗教活动中执事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在距今约五六千年
时，江淮地区开始了文明化的漫长进程，玉器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一，墓葬中出土大量玉
器并形成了祭坛，这是氏族社会从神权开始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标志; 其二，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视作
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志，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
三，大量玉礼器的存在，不但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孕育了礼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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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地区以安徽为中心，地域辽阔，这个区域内包含多支考古学文化，有大汶

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这些文化区域又分属海岱

地区、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本文所论及的是狭义的江淮地区，大致划定在

今天的安徽省境内。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江淮地区不局限于安徽，但主要在安

徽。讲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主要是研究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1］。自

2004 年起，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史前玉器在文

明起源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寄寓在玉器上的思维观念及其发

展演变，应格外予以关注。目前，安徽江淮地区已发现很多精美的玉器、大量的刻

画文字，包括祭坛在内的礼仪性建筑遗存，这些遗存均能构成该地区古代文明出

现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凌家滩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罕见的玉器，使得很多专家认定

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可能是有别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又一个琢玉中心，

认为当时已经出现文明的萌芽或曙光。

一、文明起源的标准与多样性

1983年之前，中国学者对“文明”一词的概念与标志问题几乎没有做过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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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直到夏鼐先生发表《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

划时代的文献，他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的“文明”一词是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

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2］，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文明的三要素: 城市、文字记载、冶炼金

属。这也肯定了考古学方法是解决文明起源问题的

重要途径。

1986 年，苏秉琦先生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明确提出了“区域类型”的著名理论［3］，将中国古代文

明划分为中原区系(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 、东部

区系( 以山东为中心) 、北方区系(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

带为中心) 、东南部区系( 以环太湖为中心) 、南部区系

( 以郡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 、西南区系( 以

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 等六大区系。苏先生进

一步指出:“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

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并提

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呈现出多源头、区域性、不平衡

的发展态势。这一理论打破了曾经占据主流位置的

“中原中心论”，在今天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依然

有重要的参照和指导意义。

目前，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形成的研究方法，

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 从考古学的角度( 即文明的三

要素) 和文明的本质特征( 私有制、国家政权、阶级等)

两方面着手予以研究和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

的因素十分复杂，研究这一问题，一定不能拘泥于理

论本身，更要注意到中国文明自身的特点。首先，社

会权力向上等权贵阶层转移。随着生产工艺的进步，

贵族阶级在敛财渠道增加之余，彰显权力的形式更加

丰富，礼器的制作就是其中的一种。生产用于宗教政

治活动的玉器和青铜器需要极其复杂的工艺，而这类

工艺完全被上层社会所掌握。其次，为了维系国家政

权的稳定，宗法制在国家制度创立的伊始便与其紧密

相连。宗法制中，各种以祖先崇拜、天地祭祀为主要

内容的仪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且这些仪式呈现

出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趋势。第三，中国古代的

城市并非出于对商业经济的考虑建立，而是体现出强

烈的政治控制色彩，城市实质上是特权阶层实施统治

的场所和角逐权力的舞台。

总之，相关因素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挥作用实际

上是贯穿了宗法礼仪制度的形成过程，并伴随着权贵

阶层对权利垄断的愈演愈烈。礼、礼制是中国区别于

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先秦时期的礼制不能局限

于等级制度，同时包括了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制度。

礼制文明的物质载体是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代表的礼

器，玉礼器则因规格高、地位显要，因而在中国文明的

起源及其形成过程中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的功能演变

史前玉器的早期发展阶段与考古学上所讲的新

石器时代早中期基本相符，这是建立在众多考古资料

基础上的认识。玉器最初是为满足先民对美的渴望

而生，是平民实用装饰的标志，实用工具非常少见，出

现这种状况，与玉料十分稀有、磨制加工有难度等因

素相关。冶玉业作为一种手工业，是制造石器工业门

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工匠生产的玉饰装饰

品，达到了当时各种手工业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距今约6 000年左右，中国迎来了玉器发展的首个

高峰期，一条纵贯南北的玉器文化带形成了，它从辽

东半岛延伸至山东半岛，从江淮地区到达太湖地区。

这一时期的玉器，器形小而工艺简单的装饰品仍占一

定比例，但最能代表发展水平的则是玉礼器。具体而

言，这一阶段玉器功能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玉器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中国古代国家的

头等大事。“祭”作为一种行为，需要运用一定的物质

载体予以具体表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祭品、祭具

和场所。基于考古资料，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礼仪中心遗址或规模较大的祭坛之中，一般都集中出

土了大量玉器。随葬玉器的数量并非无规律可循，而

是与祭坛、墓葬的规格及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相

吻合。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祭坛，坐北朝南，位

于遗址的北部，向南俯视居住区。祭坛中间高，四周

低，高差达一米，处于整个凌家滩墓地的中心位置［4］。

此外，祭坛周围分布了一批墓葬，其中出土较多玉器

的大墓基本上在祭坛第一层的南面呈东西一线( 从

M7 向西至 M29) 。值得注意的是，1987 年发掘的 M4

和 1998 年发掘的 M29 中出土的玉龟、玉版、玉鹰、玉

龙均非普通的实用器而明显具有礼器的性质。李修

松先生认为，“凌家滩玉龙盘曲勾连，正是因为作为礼

仪性器物或佩饰，勾连起来便于串系佩挂的缘故”［5］。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六件玉人或坐或立，双臂弯曲，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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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张开紧贴胸前，头上带有冠饰，面部表情严肃，颇似

祈祷之态。这些现象更加说明大墓的埋葬具有一定

宗教和祭祀含义，作为重要随葬品的玉器，它在当时

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也就不言而喻。

( 二)礼仪性用玉的逐步形成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

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

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6］即

古人用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这六种玉器

祭祀。六器之外，史前时代晚期还有不少仪仗用器，

作为权力的象征。最典型的器物是钺、刀。钺的祖形

字是斧，而“王”在甲骨文中即为装有柄的钺的象形。

作为仪杖用器的玉刀不仅器形宏大，还钻有很多小

孔，可见是方便佩戴，不是普通生活用品，而是象征着

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

新石器时代早期，玉戈、玉斧、玉钺、玉刀等主要

作为生产工具或武器，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则

大不一样。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戈( 编号 98M29 ∶

80) ，长 18． 5 厘米、宽 9． 2 厘米、内宽 6． 2 厘米、内长 3

厘米、孔径 1 厘米。器呈扁长三角形。刃口钝厚，内

中对钻圆孔，上面有捆绑摩擦的痕迹。刀刃并未开

口，表明不是实用器，应当为礼仪性兵器，即氏族贵族

在战争仪式或农作仪式上使用的礼仪用器，代表使用

者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

( 三)玉器成为宗教活动中执事人员的重要辅助

工具

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随着原始宗教的出现

和发展，出现了一群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等礼仪活动

的巫师、祭司。《说文解字》中释“巫”为“女能事无形，

以舞降神者”;“觋”为“能齐肃事神明也”。这些人以

礼器为媒介，施咒作法，与神灵沟通。玉礼器形成后，

实际成为巫觋手中的重要法器，用以沟通天地神灵。

考古发现中的玉礼器多出土于大型墓葬，通过对这些

墓葬形制的分析再结合具体的出土情况，不难判断出

其主人的身份就是当时的巫师、祭司等，有的甚至还

掌管军事权力和身兼部落统领。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六个玉人可能代表的就是巫

师的形象。严文明先生指出:“玉人可能是代表六个

不同的神，凌家滩几座大墓的主人不但拥有比较多的

财富，还是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执事人员或祭司。”［7］此

外，凌家滩遗址中的玉龙、玉龟、玉猪等动物型玉器也

可能属于巫师的辅助工具。可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

址中出土的众多带装饰功能的玉器，已超出单一饰品

的范畴，开始有了等级的划分，初具礼器的性质，有的

还可能是巫师所拥有的法器。

总之，在漫长的石器时代，原始居民们在长期的

生产、生活过程中，对于自然界中的各类石材、石料的

纹理、质地及特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对美的追

求越来越强烈。在制造石器时，慢慢注意到石材的色

泽。由于玉石的颜色迷人，晶莹剔透，人们出于喜爱

就有了用它做装饰品的尝试。可见，玉器虽起源于实

用器，但因质地罕见、工艺难琢等因素，惟有族长、祭

司等具备特殊身份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这一现象促使

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在这个进化过程

中，玉不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寄寓了社会财富、权力

地位的象征物，是礼制文明的重要载体。

三、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在文明化进程中的

作用

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决不是一蹴而成的，在

距今约五六千年时，江淮地区开始了文明化的漫长进

程。就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的功能演变而言，显现

出它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所包含的某些特定含义

和重要作用。

(一)墓葬中出土大量玉器并形成了祭坛，这是氏

族社会从神权开始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标志

祭坛是上古先民祭祀天地祖先之类宗教活动的

重要场所，与文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密切。从考

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有许多都集中出土

于大型祭坛或礼仪中心遗址中。祭坛、墓葬和随葬玉

礼器的规模和数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

说，祭坛的规模决定了埋在祭坛下的墓葬的规格，而

墓葬的规格又决定了其中随葬的玉礼器的规格和

数量［8］。

凌家滩遗址的祭坛位于墓地中心最高处，其南

部、西部、北部是一平台，在中部开始向东部倾斜。平

面呈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面积为 600 多平方米。祭

坛分三层，最下面系以纯净黄斑土铺底，然后以较大

石块和石英、黄沙和硅质岩类的小石子铺设，最上面

的一层由大小不一的鹅卵石与粘土搅拌铺垫而成。

在祭坛第一层表面还发现有三处祭祀坑和四处积石

圈。另外，在祭坛以南处发现了包含较多红烧土块和

颗粒的遗迹，这很可能是使用火进行埋葬或祭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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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可见，祭坛本身和其他附属遗迹构成了一个

规模较大、功能单纯的特殊场合，而且在其周围至少

百米范围内，也未曾发现灰坑、房址等普通生活遗迹，

因而它绝非一处普通的生活场所。

从内涵上看，这处祭坛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 1) 人工营建的性质。( 2) 筑土、石成台，具有相对比

较规整的形质。( 3) 早期的建造结构比较精细，往后

则显得相对粗糙。( 4) 用料上具有极强的选择性。

( 5) 时间上具有较长的延续性。( 6) 附近有祭祀坑、积

石圈、红烧土遗迹等附属建筑。( 7) 与之相邻发现大

批墓葬，说明它与当时居民的丧葬有密切的关系。

( 8) 从地理环境上而言，它处在山岗的顶部附近，是整

个遗址所在地域的相对最高处，并坐北朝南，背靠岗

顶，面向河流，与居住区距离较近又相对独立。( 9) 从

人文环境上而言，凌家滩遗址本身具有相对发达的文

化，它周围还有若干小的遗址环绕，是附近地区的一

个文化中心，这处祭坛又在中心遗址中处于相对重要

的位置［9］。

凌家滩大型祭坛的发现，说明当时的江淮地区已

有了从事宗教职能的专业人员，并且队伍规模处于不

断扩张之中，可以视为神职阶层已经出现，这一时期

原始宗教从个人行为的分散性、零星性向公众行为的

共同性、集体性过渡。以大型祭坛的出现为特征，各

个区域产生了一批祭祀中心，它使得聚落或聚落群中

的祭祀活动进一步程式化、规范化，也使神—人之间

的沟通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因而神权也相应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集中，并由对“神—人”沟通的独占而形成专

有神权，因而在上层建筑的核心领域为中国早期文明

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视作该地区

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志，对研究早期

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淮地区形成一个以薛家岗、

凌家滩为中心聚落遗址的聚落群，从地理位置上看，

凌家滩遗址处在巢湖流域的中心，薛家岗遗址处在皖

河流域的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在薛家岗遗址周围皖河流域附近

半径约 50 公里范围内，有 30 多处同类型遗址［10］。这

些遗址的规模大小不一，其中薛家岗遗址规模最大，

大型聚落遗址绝不是先民们的一般居住地，而一定是

当时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他们不仅面积

大，堆积厚，而且延续时间长。特别是遗址中一些大

墓，无论墓穴的规模，葬具还是随葬品的数量、质量以

及品种等，都远非一般墓葬所能比拟，这是社会内部

分层和成员之间出现分化的重要证据。所以，中心聚

落与其周围地区的一些普通聚落，存在着经济上、政

治上的不平等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主从关系，这种主从

关系是迈向文明时代的一条必经之路［11］。

其实，将中心聚落遗址与一般聚落遗址相比较，

可以发现前者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面积大，规格高; 二

是处于区域经济中心的主导地位; 三是聚敛的财富

多; 四是社会分化突出。以薛家岗遗址为例，它的面

积有 6 ～10 万平方米，石制生产工具的出土比例高达

每 1 200 平方米 160 件( 与实际发掘面积相比) 。玉器

出土数量多达170 余件，且种类繁多、工艺精美。从单

个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和质量看，也存在巨大差异。这

些特点表明，中心聚落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步伐要

比其他遗址快得多［12］。

上述情况表明，这种聚落群的所处地域和活动范

围已经相对固定，它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视作该地区从

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标志之一，对研究早期国

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某

种意义上讲，这种聚落群的出现，代表了区域经济的

进步，军事联盟的发展，更是符合了该地区政治变化

的需要。这种聚落群联合体在很多方面具有共同性，

比如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文化水平、宗教崇拜，它已

具有部落联盟的性质。在聚落群中，已经有了地位凌

驾于各氏族之上的最高的权力组织。

( 三)大量玉礼器的存在，不但是财富和权力的象

征，更孕育了礼制文明

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便是礼制文明，它不仅体现

一个国家政治教化的手段、法令制度的准绳，也是统

治者手中的重要工具，用以维护关系他们利益的等级

制度。王国维考证殷墟卜辞中的“禮”( 礼) 字，认为古

人最初“行礼以玉”，即以玉为敬神求福的重要“礼

品”，这是首次将玉器具有沟通天地神人功能的这种

神性或灵性与礼相联系。由此可见，礼与玉在史前社

会即有着密切的关系。礼始于祭祀，《礼记·祭统》: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周礼》及先秦文献中记载了

不同玉器在当时的祭祀功能。

在史前诸文化中，一些特殊玉器的使用已有相当

严格的限制，具有一套基本固定的使用模式，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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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类，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也有一定的变化。如红

山文化中的勾云形器，良渚文化中的琮、璧、钺，龙山

文化中的圭、璋、刀等，这些玉器的种类和造型，作为

三代时期玉礼器之源，已初具“礼”的雏形。从考古材

料看，良渚文化等玉器墓中，存在随葬用玉不等的现

象，这种等级差别应是早期玉礼制在埋葬制度上的反

映，而处在江淮地区的凌家滩遗址和薛家岗遗址的墓

葬均存在这种现象。《周礼·冬官·玉人》记有:“天

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垺，玉石半，相垺也。”

按照《说文解字》里许慎的解读，全即纯玉，龙为四玉

一石，瓒为三玉二石，垺是玉石皆半。《周礼》中的这

段内容其实就是体现了不同等级人物之间用玉的

差别。

以玉喻礼，是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紧密联系的。它

反映了此时氏族、部落内部原有的血缘关系和氏族习

惯法则已被打破，神权与王权的建立需要一种新的秩

序来维持。这些特殊玉器的出现，是社会变革的产

物，是新秩序建立的物化表现形式，表明在社会观念

上已赋予了礼制的内涵，礼制已逐步成为上层建筑规

范社会行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3］。凌家滩出

土的玉礼器，不但工艺精美而且品味极高，突出反映

了原始宗教在凌家滩社会组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体现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文明的进步［14］。像

玉鹰、玉龟、玉龙、玉猪等器物既是工艺品，也是原始

崇拜的产物，而一套玉龟板则与原始巫术密切相关。

凌家滩出土了两组玉人，分立姿、坐姿两种，每种三

件，上部造型一致，均头戴冠饰作祈祷状，这应该是偶

像崇拜，是人神结合的产物。凌家滩神人偶像和大型

祭坛的出现，表明当时氏族社会内神权的存在，以及

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12］。

新石器时代江淮地区用玉器随葬比较常见，玉器

中除珠、管、饰外，镯、环、璜、玦较多，此外还有鱼、龙、

鹰等特殊器形。从凌家滩、薛家岗等遗址中出土大量

玉器的现象看，在当时的社会从崇玉、佩玉到葬玉十

分流行，大量使用玉器隐喻着一种礼制文明。礼制文

明的出现应是氏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并不断赋予新的

内涵，目的是维系氏族部落内部的秩序和稳定，保障

氏族社会组织正常运行。

四、结语

江淮地区史前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是玉器生

产、玉文化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的丰富，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

玉器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与重视。此外，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和进步，贫富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部分

人成为统治阶级，更多的人则沦为贫民阶层，统治阶

级想要统治好自己的部落，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控制好

部落成员，玉礼器恰如其分地充当了这一重要角色。

在这个契机之下，史前玉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在

当时的江淮地区，玉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玉器由

最初的数量少、形制简单、制作工艺粗陋演变成数量

多、形制繁杂、制作工艺精美，与此同时，玉器的功能

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早期的一般装饰玉器逐渐拓展到祭器、神器，

赋予了宗教、权力、礼制萌芽以及象征财富等新的内

涵。这种玉器功能的演变，凸显了当时氏族社会的变

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区史前文明化的进程。本

文之所以将玉器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看待，就是

基于玉礼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社会发展水平而言。

此外，玉文化中心与聚落或都邑中心、宗教礼仪

中心、权力中心重合的现象也值得重视，这反映了当

时的玉器集中在极少数掌握宗教权力、政治权力以及

财富的权贵阶层手中。从墓葬中玉器的分布和组合

可以看出，此时的一些玉器已具有礼的含义，成为维

系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的标识。随着用玉制度趋向等

级化，在阶级社会里，地位越显赫的人生前可以使用

的玉器级别越高，死后也可享受到与生前地位相吻合

的祭祀规格，随葬品的数量众多、规格隆重，极尽哀

荣，如实地反应出死者生前的显赫地位。围绕玉器的

功能及使用逐步建立的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对后世

中国礼制文明的形成与完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这个时期出现一般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中心聚落等金

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更说明了江淮史前社会正向文明

社会逐步演进。

上述一切都说明安徽江淮地区地接中原，史前人

类很早就在此生息繁衍，创造出众多精彩又可贵的物

质文化遗存，它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关系密切，也是中

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江淮地区的文

明化进程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长江流域、淮河流

域、辽河流域等其他地区互相碰撞、互相交流、携手并

进，共同迎接文明的曙光。如薛家岗遗址出土的贯耳

壶、大豆缸等器物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色彩，但薛家

岗晚期所流行的典型陶器、石器在良渚文化中很难发

051



沈 薇，等 玉文化与史前文明化进程———


江淮地区的历史证据

现。对江淮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认识与研究，挑战

了因众多历史原因形成并植根于大多数中国人意识

当中的“中原中心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对该地区重点遗址的

进一步发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材料、新发现浮出水

面，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必将取得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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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de Culture and Process of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in Jianghuai Ｒegion

SHEN Wei1，LI Xiusong1，2

( 1． Department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P． Ｒ． China;
2． Anhui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Culture，Hefei 230022，P． Ｒ． China)

Abstract: Jianghuai area extends across two major valleys—the Yangtze Ｒiver valley and the Yellow Ｒiver val-
le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olithic jade culture is an inte-
gral part of prehistoric culture system in this region．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are selected and the important prehistoric
sites are taken for example in the paper．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region has been discussed by combin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history． The developing principles of jade function are explored: jad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it-
ual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ceremonial jade has gradually formed， and jad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uxiliary tool for
the deacon personnel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long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started in Jianghuai area about five or six thousand years ago， in which jad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mbs un-
earthed a large number of jade and formed the altar， which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ransition from theocracy to
kingship for clan society． The advent of large center settlement site can be regarded as important sign of transition
from the clan society to civil society in this reg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tudying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ountries and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he exist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jade vessels symbolizes wealth and power，
and also gives birth to the ceremony civilization．

Key words: jade; jianghuai region;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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